
秦汉时期考古
韩国河

２０１９年度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论著、论
文集９０余部，发表简报和研究文章８００余篇，内容涉及城址、墓葬、手工业、封泥、陶
文、石刻铭文、简牍帛书、丝绸之路考古、科技考古等诸多方面。

出版的考古报告和报告集有 《凤林城：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
社）、《淅川泉眼沟汉代墓地》（河南人民出版社）、《长沟汉墓》（科学出版社）、《丰台南

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宝丰廖旗营墓地》（科学出版社）、《登封双庙战国秦汉墓地》

（科学出版社）、《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郏县董庄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

《商水杨单庄墓地》（大象出版社）、《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２００３卷）》（科学出版社）、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

（科学出版社）、《黄淮七省考古新发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大象出版社）、《河南省许昌市
考古勘探报告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简牍报告有 《玉门关汉简》

（中西书局）、《悬泉汉简 （一）》（中西书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叁）》（中西书

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肆）》（中西书局）等。

研究专著有 《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三秦出版社）、《秦汉帝国南缘的

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代神兽图像研究》（文物出版

社）、《汉代空心砖墓研究》 （科学出版社）、《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 （文物出版

社）、《秦汉书牍研究》（科学出版社）、《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内

蒙古中南部地区汉代炊煮器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四川盆地崖墓建筑研究》

（科学出版社）、《楚国墓葬建筑考———中国汉代楚 （彭城）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秦始皇帝陵

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 《肩水金关汉简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睡虎地秦简文字集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河西汉简所见汉

代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里耶秦简经济文书分类整理与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等。

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有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图像的表

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鲁迅与汉画

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个人论文集有 《从考古走进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河南社科名家·韩国

河卷》（河南人民出版社）、《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边疆考古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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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续集》（科学出版社）、《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教材类有 《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　综合研究

刘庆柱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第１２期）一
文结合都城、陵墓、文字、礼器等实物资料，深入、系统地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 “不断

裂”及其形成的文化基因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 “起点”位于距今

五千多年的中原地区，认为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表现在 “国家”“国民”“国土”之 “不断

裂”，主要成因在于 “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其中秦汉时期完成了王国

向帝国时代的转变，具有 “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著作 《从考古走进历史》（中国文史

出版社）收录了４４篇文章，分为理论方法、国家文明、都城与城市、墓葬、器物、社会
讲座六个部分，是作者近年来对于秦汉考古乃至于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思考。

白云翔 《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书收录了２８篇论文，是作者
数十年来在秦汉考古研究领域的结晶，内容涉及秦汉考古的理论和方法、秦汉考古基本课

题研究、秦汉文明及社会生活研究等。尤其是在手工业考古方面，其中的数篇论文对于此

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河南省社科名家·韩国河卷》（河南人民出版社）共收录了作者３４篇文章，全书分
为丧葬篇、文物篇、文化遗产篇和书序篇等四个部分，丧葬篇偏重于秦汉魏晋时期墓葬制

度和习俗的转变；文物篇包含铁器、铜镜等方面的研究；文化遗产篇则是针对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利用提出思考。

郑君雷 《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和 《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两

部论集的体例基本相同，分为概述卷、东北边疆卷、北方边疆卷、西南边疆卷和南方边疆

卷，收录的大多论文集中讨论了秦汉时期边疆地区汉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过程，并有专

门的文章讨论边疆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模式问题，这两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秦汉边疆地区的

考古学文化进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兴林 《战国秦汉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战国至秦代，

下编是两汉部分；介绍了战国秦汉考古的范畴、主要文化类型，涉及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

研究内容。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近年来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空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叶成勇 《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社会考古学研究》 （文物出版社）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

“南夷”地区的考古遗存进行了全面梳理，探索该地区土著文化的发展演变及特点，分析

出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互动关系；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对特殊而重要

的考古遗存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探究；最后运用社会学社会结构理论，探讨了南夷社会文

明化进程的内涵与实质。

任伟和刘彦锋 《考古郑州》、孔德铭 《考古安阳》和刘春迎 《考古开封》均为河南

大学统一规划的 “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三本著作分别梳理了郑州、安阳和开封各时期的

考古发现和基本文化面貌。

李伟敏 《北京考古志·通州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梳理了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北
京市通州区自史前至明清的考古资料，包含秦汉时期的城址、墓葬、窑址等遗存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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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秦汉遗址

（一）都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咸阳城宫城西区的府库建筑遗址进行发掘，
揭露面积４４００余平方米，该建筑遗址平面呈曲尺形，内部以夯土隔墙分为５个房间，出
土遗物表明不同房间内分别存放纺织品、礼乐器、礼乐器配件及小型乐器等物品，在建筑

遗址的北墙外还发现有水池、水管道、灰坑、废料坑、石料堆等附属遗迹，调查发现在发

掘区的东南部存在大型建筑 （《陕西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２０１８中国考古重要发现》，
文物出版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单位 《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 （天井坑遗址）

勘探简报》（《文物》第１２期）刊布了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的调查、钻探情况，基本理清
天井坑遗址的内部结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天井坑是西汉末年、东汉初期的国家祭祀遗

址。在此基础上，曲安京 《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坑底结构的天文意义初探》（《文物》第

１２期）一文指出，天井坑底部结构可能为一个巨大的地平式日晷模型，只是作为一种具
有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并不具有实际功能。

韦正 《西汉长安城的规模问题》（《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认为西汉长安城的巨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汉长安城从

王都向国都的转变及城内高台建筑向楼阁的转变决定的。２０１７年７月，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在陕西省三原县、泾阳县、淳化县境内对张家坳、惠家、独冢村、下常社、口镇、

杨赵村等６处秦汉遗址进行考古调查 （《陕西三原县、泾阳县秦汉行宫遗址调查简报》，

《西部考古》第１８辑），确定这６处遗址并非汉 “池阳宫”遗址，判断天井岸汉代礼制建

筑遗址亦非汉 “池阳宫”遗址。

刘振东、谭青枝 《顾成庙与奉明园》对汉文帝顾成庙和史皇孙奉明园的位置进行探

讨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认为这两处礼制建筑位于汉长安城东郊，对研究汉长安城
郊礼制建筑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从秦汉至隋唐时期，皇宫在都城中的相对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张建锋 《咸阳长安皇

宫位置变化的原因考察》（《江汉考古》第５期）论述了皇宫选址与地形、地下水、气候
变迁的关系，认为皇宫在都城中相对位置的变化源于不同时期对地势高低选择标准的变

化，指出秦代及西汉时期气候温和降水丰富，秦咸阳宫、汉长安城未央宫南部和长乐宫南

部处于海拔较高的位置，水资源状况最佳。他还对汉长安城的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探

讨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罗瑾歆

《秦汉甘泉宫性质及其祭祀作用的再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

版社），认为甘泉宫等级介于宫城和离宫别馆之间，是具有极强政治意义的 “夏宫”，汉

武帝时期甘泉宫增加祭祀功能，使之成为国家祭祀中心。

权弼成 《试论汉长安城宫殿中的防火因素》探讨了汉长安城宫殿中的防火因素 （《陕

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２６辑）。

（二）地方城址、聚落

２０１８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西墙中部城门区域进行发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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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门道１条、门墩２个、房址４座、柱洞２５个、排叉柱１３个、踏步３条、沟槽１道，
在遗址西侧发掘墓葬１０座、殉马坑１座、陶窑１座及清代房址１处，为研究石城子的规
模和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２０１８年发掘收获》，《２０１８中国重要考
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四川达州市城坝遗址
进行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４３８处，计有灰坑３３１
座、墓葬４４座、沟３７条、水井１１口、窑６座、房址４座、城墙２段、城门１座，遗址
时代从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其中郭家台城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２６０米、东西宽约
２４０米，位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则是国内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时代从西汉中晚期一直
延续至魏晋时期，对研究汉晋时期水路关口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２０１８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在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遗址第七区进行发掘，《凤林城：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公布了发掘的３７座房址、３７个灰坑、１座墓葬的资
料，其中两汉之际房址９座、灰坑１个。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怀柔区郑家庄遗址考古调查及初步钻探简报》（《北京文博文丛》

第１期）公布了２０１８年４～５月在郑家庄遗址的调查、钻探情况，时代为汉代，面积约
６４０００平方米，但在遗址范围内未发现城墙、大型墓葬或夯土基址、窑址或作坊等遗迹，
该遗址是否为渔阳郡城址尚具争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在 《湖北十堰市店子河

遗址秦汉时期居址的发掘》（《考古》第４期）一文中公布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该遗址秦汉时
期居址的发掘资料，该居址分为四期，从秦代延续至东汉中期，中间未曾中断，为汉水流

域秦汉时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汉代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

第６期）公布了该遗址的汉代遗存资料，包括瓮棺葬５座、灰坑２７座、灰沟１７条。２００６
年８～１２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河北邯郸薛庄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发现有汉
魏时期文化遗存，包括墓葬１座、灰坑４４个、灰沟２条、水井２口 （《邯郸薛庄遗址考古

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南越宫苑遗址发现较多八角形石柱，建筑造型奇特，全洪、李灶新 《南越宫苑遗址

八角形石柱海外文化因素考察》将其与中国秦汉时期建筑用石情况、印度孔雀王朝和巽

伽王朝时期建筑用石情况对比分析，认为南越宫院遗址出土的八角形石柱建筑技术源于印

度，经南海道传至岭南 （《文物》第１０期）。
李珍 《广西兴安秦城研究》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对

秦城遗址的七里圩王城、通济城的资料进行刊布，并对两城的形制和修建年代进行分析。

七里圩王城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四角修建有角楼建筑，北墙、东墙还修建有马面，北墙

偏东设置城门一座，其他三面城墙无门，城内发现５处高约１米的夯土建筑台基。通济城
中部的文化遗迹分布密集，城址西南部和中部偏北发掘出灰坑、柱洞、水井、水沟、散水

等遗迹，出土有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鼎、豆、盂、鬲、罐、瓮等日用陶器，还有铁

釜、锸、铜镞等生产工具、兵器。发掘者认为通济城是秦始皇进攻岭南时所筑之城，七星

圩王城是西汉中期以后的建筑，可能为汉始安县县治。汪勃 《汉广陵城遗址考古新发现

与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一文简述了近年来汉广陵城

的城圈、城门、城壕等相关遗迹以及城内几处遗存的发掘情况，并对广陵城的位置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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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斗城”形状、新发现城门的结构及其用砖规格进行探讨。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榆林市桥头峁城址进行调查，四面均发现有残存城墙，城外

发现居民区和墓葬区，城内有建筑遗存，采集板瓦残片戳印有 “西都”字样，判断该城

址为战国秦汉时期的西都故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被秦国占领，并认为陕西米脂故城为战

国秦汉时期平周故城，神木栏杆堡遗址可能是中阳县故城 （《榆林市榆阳区桥头峁城址调

查———兼西都、中阳、平周故城考》，《文博》第６期）。黄燕妮 《护乌桓校尉治所宁城

考》（《北方民族考古》第７辑）结合传世文献以及日本学者水野清一 《万安北沙城》发

掘报告，通过实地考察分析认为北沙城可能为护乌桓校尉治所宁城。

三杨庄遗址是典型的汉代聚落遗址，符奎 《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的形态》指出遗址

内各宅院的布局具有分散性特征，但是从道路与宅院关系角度观察，各宅院沿道路排列具

有明显规律性，表明聚落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最终定型，该聚落形态是汉代聚落的一种典

型形态，反映了汉代聚落发展演变的过程 （《中国农史》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６～９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对襄阳墓子地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灰坑４２

个、灰沟２条、水井１口，出土遗物２００余件，时代集中在东周至汉代。其中汉代遗迹有
灰坑１７个，遗物多出自 Ｊ１，有陶双耳罐、筒形罐、缸、仓、井等器物 （《湖北襄阳市墓

子地东周至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

（三）手工业遗存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秦咸阳城考古队在咸阳市聂家沟发现两处以骨质遗物为主的堆积坑，
发掘了其中的一处 （Ｋ１），清理出６００千克骨质遗物和少量铜器、陶器、铁器、石器等遗
物，骨质遗物主要为骨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骨料、坯料、半成品及残次品，从堆积层次及

出土遗物判断Ｋ１原生时代不晚于秦末，次生时代不晚于西汉早期，从 Ｋ１与周围遗迹关
系判断，Ｋ１所在区域存在制骨作坊机构，它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秦都咸阳布局、手工业
作坊分布和发展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 （《陕西咸阳聂家沟秦代制骨作坊清理简报》，《考古

与文物》第３期）。
２００９年７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济南市考古研究

所对章丘东平陵城遗址第五区铸造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烘范窑、储泥池、锻铁炉、取土

坑、夯土地基、建筑基址、水井等遗迹，出土铁质农具、工具、构件，以及锄范和钱范

等，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第二期为西汉早中期，第三期为西汉

晚期，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晚期，东平陵城遗址第五区铸造遗址的发掘为研

究汉代铁器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济南市章丘区东平陵城址铸造区２００９年发掘简
报》，《考古》第１１期）。
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揭露的汉代遗存有房址３

座、灰坑３１个、灰沟２条、墓葬７座 （《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

社），对认识东北地区汉代社会生活和丧葬习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２０１５年湖南桑植官田冶炼遗址的发掘资料，清理的
遗迹有灰沟２２条、灰坑１４个、房址１处，出土的陶瓷器有罐、盆、碗、筒瓦等，铁器有
锸、刀、矛、铁钉、铁锥等，另外还发现有陶范、矿石、炉壁残块等与冶炼和生产加工有

关的遗物，通过对其中３０件铁器和冶炼遗物标本的金相组织分析，表明官田遗址出土的
铁器总体上属于生铁技术体系的产品 （《湖南桑植官田冶炼遗址发掘简报及冶金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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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南方文物》第３期）。２０１８年，在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
遗存，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包括砖瓦窑１座、砖砌窖穴３座、砖砌灶１座、水井１口、铁
器窖藏１处，出土遗物有板瓦、筒瓦、铁釜、薰炉架、铁犁烨、铁戟等 （《河南荥阳官庄

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２日第８版）。
重庆地区刊布了较为丰富的陶窑发掘资料。２００２年，在万州塘坊墓群发掘半地穴式

陶窑２座，在万州余家河遗址发掘陶窑 １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一）。
２００１年秋，在云阳晒经遗址发掘陶窑２座；２００２年，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陶窑１座，在
忠县龙滩遗址发掘窑址４座；忠县上油坊遗址２００１年发掘窑址７座、灰坑２２座、柱洞１
处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二）。２００１年在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汉代灰坑１个，
次年在该遗址发掘的遗迹除了墓葬１座外还有灰沟２条、灰坑８座、陶窑１座、灶１个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二）。２００３年，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汉至六朝时期
房基１座、灰沟１条、陶窑２座，在忠县上油坊遗址发掘汉代窑址１座、房址１座、灰坑
４个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五）。

另外，《丰台南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公布有１４座汉代陶窑的详细资料，《长沟汉
墓》（科学出版社）公布的资料中包含５座汉代窑址，《宝丰廖旗营墓地》（科学出版社）
公布１座汉代陶窑资料。

铁器及其生产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李映福、马春燕 《中国古代物

质文化史·铁器》（开明出版社）系统梳理了中国铁器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对商周以来有

关铁器的考古发现、器物类型及生产流程进行了阐述，其中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铁工业的

全面发展时代，为此后历代的铁器生产奠定了基础。

张潇 《战国秦汉制陶工序研究》（《华夏考古》第１期）以民族志材料中陶器生产工
序和制陶遗址中遗迹遗物的功能分区为线索，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进行复原研究，

并对当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问题进行探讨。吴双成等对山东沂南河阳墓地Ｍ１南室等棺木
的木作工艺进行分析 （《山东沂南河阳墓地 Ｍ１南室等棺木木作工艺分析》，《江汉考古》
第Ｓ１期）。

刘尊志对汉代食品加工方法、程序和加工工具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浅析汉代的食

品加工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第６期）。王星光、宋宇分析了先秦至汉代使用熬煮法
提取动物油脂技术，并对动物油脂在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手工业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论

述 （《先秦至汉代动物油脂加工与应用研究》，《中国农史》第６期）。

（四）道路遗存

２０１６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邓家村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秦汉时期道路两条，
自上而下分别是Ｌ３、Ｌ４，两条道路宽度均大于５０米，已确认的长度为９００米，根据地层
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Ｌ３时代不早于西汉晚期，Ｌ４时代较早，发掘者推测 Ｌ４可能为连接
咸阳南、北两区的重要交通干道，对研究秦咸阳城的路网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西安

邓家村秦汉古道路调查试掘简报》，《文博》第６期）。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褒斜道、故道及其支线道路的调查资料，在褒斜道及支道沿

线发现汉代遗址７处 （《褒斜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在故道及支

道沿线发现秦汉遗址８处 （《故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二》，科学出版社）。

徐卫民、裴蓓对秦长城和直道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分析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直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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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秦始皇长城与直道研究两则》，《秦汉研究》第１３辑）。魏旭通过分析扬州出土买
地券认为汉代甘泉山附近有一处连接甘泉山至汉广陵城官道的官道，并论述了甘泉山官道

对双山一号、二号等汉墓选址的影响 （《试论扬州汉甘泉山官道、唐蜀岗西峰驿道及其对

陵墓选址的影响》，《文博》第４期）。

（五）祭祀遗存

张煜珧 《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考古与文物》第３期）梳理
了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将秦祭祀文化遗存分为五大类，即上帝祭祀遗存、祖先祭

祀遗存、山川祭祀遗存、社稷祭祀遗存、其他类型祭祀遗存，指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上

帝祭祀上升为祭天大典，并推行山川祭祀等以适应政治需要，西汉国家祭祀体系在沿袭秦

祭祀礼仪基础上略加增益而成。

三　秦汉墓葬

（一）帝陵

秦汉帝陵研究一直是秦汉考古的重心，研究成果丰硕。段清波、刘俊艳 《帝国体制

下独立陵园制的发展演变》（《考古》第１０期）论述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变化过程中
独立陵园制度发展演变过程，指出秦始皇陵正式确立了独立陵园制，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

国家主导文化的变革在西汉早期、中期、晚期呈现出不同变化，西汉晚期确立的汉文明对

东汉及以后朝代陵寝制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段清波、朱晨露 《古代陵墓墓道研

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对中国古代陵墓墓道发展演变进行研究 （《考古与文

物》第５期），指出王国时代墓道的产生和使用制度政治含义浓厚，更多体现在墓主身份
等级和中心四方宇宙观的表象上；战国时期列国僭越不断，战国晚期秦国最早使用四条墓

道；秦统一以后整合先秦墓道使用规范，形成皇帝、皇后使用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墓

道的制度，并延续至西汉晚期；西汉晚期，汉文明体系中 “南向”理念被确立与认可，

东汉以后，除特殊情况，各时代均流行南向、单墓道的使用制度。张卫星 《秦始皇的后

花园———秦始皇陵苑囿类外藏坑研究》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一文在对鱼池相关遗存、马厩坑、珍禽异兽与娱乐性质陪葬坑

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秦始皇陵所表现的苑囿制度和苑囿观念进行了探讨。

两汉帝陵研究是秦汉陵寝制度研究的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汉成帝延陵考古

勘探调查简报》公布了汉成帝延陵的考古勘探资料，厘清了延陵的范围、形制、布局和

内涵，为西汉陵寝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与文物》第４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薄太后南陵西侧以及江村大墓东北和西

南区域部分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薄太后南陵西侧发掘外藏坑３座，在南陵封土西侧
中间偏北位置发现残长１９米、宽约１５米的铺砖道路一条；在江村大墓东北区域发掘外
藏坑３座，西南区域发掘外藏坑５座，出土陶罐、陶盆、陶俑、铜车马器、铜质和铁质兵
器、建筑材料等 （《西安西汉霸陵遗址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发掘收获》，《２０１８中国重要考古发
现》，文物出版社）。学界对西汉帝陵名位尚有争议，焦南峰 《汉成帝延陵名位补证》

（《考古与文物》第４期）在对以往汉成帝延陵名位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
封土、陵园、历史文献、叠压关系、采集文物等几方面进行考证研究，认为咸阳市周陵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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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严家沟、马家窑村一带的大型陵墓是汉成帝延陵。张闻捷 《西汉陵庙与陵寝建

制考———兼论海昏侯墓墓园中的祠堂与寝》（《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４期）论述了西汉时
期陵庙、陵寝功用、建筑形制、设计思想的不同，指出陵庙为祭祀神主之所，其建筑格局

受五行思想影响，寝为放置死者衣冠、几杖之地，建筑形制同于生人居室，并认为海昏侯

墓墓园内的Ｆ１、Ｆ２建筑分别是园庙、园寝设施。
刘欢和焦南峰 《汉阳陵帝陵陵园第１４号外藏坑动物遗存研究》对汉阳陵陵园第１４

号外藏坑动物遗存的种属、数量、年龄结构、摆放位置和性质等问题进行研究，推测坑内

随葬的动物可能象征着 “太官”供给皇帝的膳馐，反映了汉景帝生前的肉食资源；结合

第１３号、第１６号外藏坑出土的陶塑及动物遗存对西汉帝王阶层的肉食种类和结构进行探
讨，认为阳陵陪葬坑中的动物多数可能被饲养于上林苑中，海产品则可能是进贡或贸易而

来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
韩国河和张鸿亮 《东汉陵园建筑布局的相关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６期）一文指

出东汉帝陵陵园布局具有很强一致性，存在标准与简化两种模式，标准模式可能形成于明

帝时期，标准模式下紧邻封土东侧、南侧２组建筑单元构成内陵园，其余３组建筑单元则
分布于内陵园之外的东北部。梁云和王璐 《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对东汉帝陵形制的

渊源进行研究，认为光武帝吸取西汉帝陵因厚葬而惨遭盗掘的教训，摒弃了西汉帝陵的厚

葬风气；东汉帝陵新形制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墓葬形制的基础上比附儒家经典中的周礼，同

时借鉴西汉陵寝建筑制度而形成的 （《考古》第１期）。
东汉帝陵陵主和陵园布局尚存争议，钱国祥 《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

（《中原文物》第１期）对东汉帝陵的布局和陵主归属进行考察，认为东汉帝陵北兆域的
刘家井大冢 （Ｍ６７）是灵帝文陵，朱仓大冢 （Ｍ７２２）和朱仓升子冢 （Ｍ７０７）分别是顺帝
宪陵和冲帝怀陵，大汉冢 （Ｍ６６）和二汉冢 （Ｍ５６１）分别是光武帝原陵和安帝恭陵，三
汉冢 （Ｍ５６０）是一座减制帝陵，墓主可能为少帝刘懿；东汉帝陵南兆域内的白草坡
Ｍ１０３０可能是桓帝宣陵，Ｍ１１０８或 Ｍ１１２９可能为质帝静陵，Ｍ１０３８、Ｍ１０５２、Ｍ１０５４、
Ｍ１０７９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张鸿亮 《洛阳东汉帝

后陵方位与身份蠡测》（《中原文物》第３期）赞同邙山陵墓区朱仓 Ｍ７２２、Ｍ７０７分别为
顺帝宪陵、冲帝怀陵，认同大汉冢Ｍ６６可能为光武帝原陵，刘家井 Ｍ６７为灵帝文陵，认
为二汉冢Ｍ５６１可能是安帝恭陵，三汉冢Ｍ５６０墓主可能是以诸侯王礼下葬的刘懿，并推
测洛南陵区李家村东南Ｍ１０４８为和帝顺陵、李家村南 Ｍ１０４７为殇帝康陵、白草坡 Ｍ１０３０
为桓帝宣陵、军屯南Ｍ１０３８为质帝静陵、郭家岭西北 Ｍ１０５２为明帝显节陵、郭家岭西南
Ｍ１０５４为章帝敬陵。在后陵方位上，他推测西干村Ｍ１０５５为恭怀皇后 “西陵”，妯娌新村

北Ｍ５７４、金村北Ｍ６１８两者之一可能为敬隐后的敬北陵，新庄南Ｍ８９２可能为恭愍皇后的
恭北陵，新庄南Ｍ８９１可能是冲帝之母 “宪陵贵人虞大家”，新庄西南 Ｍ８９５可能为献帝
生母灵怀皇后文昭陵。严辉 《洛阳东汉帝陵地望问题研究综述》 （《中原文物》第５期）
也赞同朱仓Ｍ７２２、Ｍ７０７分别为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刘家井 Ｍ６７为灵帝文陵；认为三
汉冢为减制帝陵，墓主可能是刘懿，同时推测李家村大冢 （Ｍ１０４８）为明帝显节陵、白草
坡夷平冢 （Ｍ１０３０）是桓帝宣陵、姬家桥大冢 （Ｍ１０３８）是质帝静陵、郭家岭南大冢
（Ｍ１０５４）是章帝敬陵、郭家岭北大冢 （Ｍ１０５２）是和帝慎陵、西干村大冢 （Ｍ１０５５）为
殇帝康陵、寇店东大冢 （Ｍ１０７１）为阎皇后懿陵。

李重蓉 《一九五四年洛阳孙旗屯出土石兽的定名与年代》对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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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石兽的出土时地、定名及制作年代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证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４期）。

（二）诸侯王和列侯墓

徐龙国 《山东临淄山王村汉墓陪葬坑的几个问题》（《考古》第９期）对山王村汉墓
陪葬坑的布局、性质、年代、特点进行再探讨，认为山王村陪葬坑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期

以前，其性质为诸侯王墓陪葬坑，墓主最有可能为齐豁王刘寿。刘尊志 《试论汉代诸侯

王墓地中 “一王二后”的布局》（《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科学出版社）对汉代诸侯王墓地中 “一王二后”的埋葬形式进行研究，认为一王一

后是汉代诸侯王墓地主体合葬形式，体现了汉代高等级墓葬合葬形式的发展和多样性。

王传明 《浅谈马王堆汉墓Ｔ形帛画的构图与场景表现》对马王堆汉墓 Ｔ形帛画的构
图与场景表现进行了研究，指出帛画中的物象存在着中轴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构图方式。对

称物象构成整幅帛画的框架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界面，非对称物象填充其内形成对应的场

景，前者是程式化的，后者则具有可变性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４期）。焦天龙 《汉代

中山国墓葬考古的若干问题》对汉代中山国王陵墓葬结构、玉衣的形态与演变、青铜生

器和明器、中山国与汉代墓葬装饰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 （《华夏考古》第１期）。卢兆荫
《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三秦出版社）记录了满城汉墓的发现和考古过程，

作者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满城汉墓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意义及文物保护情况。

刘照建 《徐州东洞山汉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３期）重新考
察徐州东洞山三座汉墓之间的关系和入葬的先后顺序，指出东洞山Ｍ１墓主为第七代楚王
刘纯，Ｍ３为刘纯第一位王后，Ｍ２是第二位继任王后。耿建军 《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

地主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对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地墓主加以探讨，认为二号墓墓主

为第五代楚王刘道，三号墓为其王后墓，一号墓为其后续王后墓，四号墓可能为第一位王

后暂厝墓，后被用作明器车马陪葬坑。

２０１８年，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和狮子山楚王陵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考古调查

及初步研究》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进行考古调查，并公布了调查成果，初步厘清了狮

子山楚王陵的范围和内涵，为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提供了更为明晰的基础资料 （《中原文

物》第６期）。宗时珍、叶晓红 《略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工艺》对徐州狮子山楚

王墓出土的玉器工艺进行了探讨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３期）。周波等 《江苏徐州狮子

山汉兵马俑五号坑的发现与认识》（《东南文化》第４期）认为狮子山汉兵马俑发现的五
号坑为兵马俑的 “组装场所”。

宗时珍 《关于西汉王侯敛葬玉衣的思考》（《南方文物》第３期）对西汉前期王侯使
用玉衣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对玉衣敛葬的礼制背景、西汉诸侯王墓葬制问题、西汉王侯

玉衣敛葬制度加以探讨，认为西汉王侯使用玉衣敛葬是逐步扩散的过程，地方王侯使用的

玉衣制度并未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宣帝以后玉衣使用制度可能渐为统一。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几年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不

断出现。张仲立 《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第４期）对刘贺墓园
(

葬墓、
(

葬尊卑次序、
(

葬与殇葬、刘贺父子 “葬先轻后

重”、“祭先重后轻”、
(

葬墓设祠等问题进行探讨，对进一步认识汉代列侯丧葬礼制具有

重要作用。海昏侯刘贺墓是西汉典型的列侯墓，由于刘贺政治生涯的特殊性，其陵墓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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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品具有特殊性，一些学者将其与其他诸侯王墓进行比较研究来探索海昏侯葬制的独特

性。徐卫民 《海昏侯墓与大云山汉墓比较研究》将海昏侯墓与大云山汉墓进行比较研究

（《秦汉研究》第１３辑），认为海昏侯墓是按照列侯墓葬要求修造，并未逾越当时的丧葬
礼制，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况与刘贺本人身份的演变有关，是汉宣帝时期政治生态的影响所

致；苗凌毅 《西汉海昏侯墓与定州八角廊汉墓比较研究》从墓主人背景、墓园制度和随

葬品等方面将西汉海昏侯墓与定州八角廊汉墓进行比较研究 （《秦汉研究》第１３辑），认
为海昏侯墓具有 “不循常制”的典型风格；杨懿 《高邮天山汉墓与海昏侯墓的比较》将

高邮天山汉墓与海昏侯墓进行比较研究 （《秦汉研究》第１３辑），认为海昏侯一号墓的规
格符合刘贺去世时的列侯身份。

姚留国等 《石羊西汉晚期木椁墓主与昌阳侯考》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山东文登石羊村

发现的西汉晚期木椁墓墓主是昌阳侯刘宪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３期）。

（三）一般墓葬

２０１９年各地公布秦汉时期的墓葬资料依然丰富，其中较为重要的墓葬 （地）有以下

三例：２０１８年５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西工纱厂西路与棉麻路东北部清理１
座西汉空心砖墓，规模较大，出土的铜壶中保留有矾水，另外有大雁灯、大铜盘、金箔饰

等，头部的玉璧和铜镜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 “温明” （《２０１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７～１２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在太原市迎泽区郝庄街道店坡社区的悦龙台高地清理２９座汉代和明清时期墓葬，
其中的西汉墓Ｍ６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由墓道、过洞、墓室三部分组成，葬具为
一棺一椁，出土器物丰富，计有陶器１２件，漆木器２７件，金器、铜器、铁器２３件，玉
石器４件，另外还出土有木简、木牍、竹简等，在墓道内发现铜豆形灯１件、铜半两钱
４０枚，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早段 （《２０１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
版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张家堡发掘的２座西汉墓，墓葬级别较高，
墓主身份属于贵族，为认识西汉中高级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 （《西安市张家堡两座西汉

墓葬的发掘》，《考古》第２期）。
以下按照地区对新公布的墓葬资料进行简要介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在米脂卧虎湾清理２３９座战国秦汉
墓，其中秦代墓３７座，西汉墓１３１座 （《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

古与文物》第３期）。２０１８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清凉山发掘６０座墓葬，
公布了其中２座东汉墓资料 （《西安清凉山两座东汉墓发掘简报》，《文博》第３期）。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在宝鸡郭家崖的２座汉墓资料，其中的东汉墓Ｍ１５出土有摇钱树，
为研究汉代宝鸡与巴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宝鸡郭家崖汉唐墓发掘简报》，

《文博》第２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在咸阳龙枣村的１座东汉中期的墓葬
（《陕西咸阳市龙枣村东汉墓发掘简报》，《文博》第３期），出土陶器、铜器、玉器共６３
件。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在褒斜道、故道及其支线道路附近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在

褒斜道及支道沿线发现汉代墓群９处 （《褒斜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一》，科学出版

社），在故道及支道沿线发现秦汉时期墓群６处 （《故道———陈仓古道调查报告之二》，科

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在登封双庙清理２４１座战国秦汉墓，墓葬规模属于中小型墓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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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者将墓葬分为十期十四段，时代从战国中期延续至东汉中期，墓葬文化因素复杂，包含

有周、郑、韩、秦等文化因素，为研究该区域历史文化变迁、构建该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墓

葬年代框架提供了重要资料 （《登封双庙战国秦汉墓地》，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５～８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郏县董庄发掘９４座汉、唐、宋时期墓葬，其中汉代墓葬９０
座，年代序列较为完整 （《郏县董庄墓地》，中州古籍出版社）。《淅川泉眼沟汉代墓地》

（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布了９３座汉墓资料，其中土坑墓５７座、砖室墓３５座、砖棺墓１
座，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晚期。武汉大学考古系公布了河南淅川全岗遗址的

７７座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资料 （《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的发掘》，

《考古》第１１期）。２０１０年５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获嘉县嘉苑小区清理一座东汉
晚期的大型砖室墓 （《河南获嘉县嘉苑小区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３期），出土
遗物有陶、铜、铁、石器等。２０１０年１０月，郑州大学考古系在宝丰廖旗营墓地发掘１３４
座各时期墓葬，其中汉墓７５座，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中期 （《宝丰廖旗营墓地》，

科学出版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南阳市建业凯旋广

场的６座西汉墓资料，秦文化因素明显，为研究南阳地区楚、秦、汉历史文化变迁增添了
新资料 （《南阳市孔明路建业凯旋广场西汉墓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２２期）。夏邑县
文物管理局、商丘博物馆公布了下邑县杜庄村的２８座汉墓资料，墓葬形制包括长方形竖
穴木椁墓、空心砖墓、小砖墓、土坑墓、瓦棺墓，出土遗物类型丰富，有铜器、铁器、陶

器、钱币、玉器、骨器等，墓葬时代为西汉时期，为研究豫东地区西汉墓葬制度提供了新

资料 （《河南夏邑杜庄汉墓群考古清理简报》，《中原文物》第５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公布了２０１０年９月在郑州中牟大官庄发掘的２座汉墓资料 （《郑州中牟大官庄汉墓发

掘简报》， 《洛阳考古》第１期）。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公布了南阳市体育中心
（《河南省南阳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汉画像石墓Ｍ１８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８期）和淅
川双河镇遗址 （《淅川县双河镇遗址Ｍ１９发掘简报》，《华夏文明》第１２期）各１座汉墓
的资料。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博爱上期城清理１座汉墓 （《河南焦作博爱上期城

Ｍ５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２期）。随后公布了东城花园１座汉代多室墓资料 （《河南

焦作东城花园汉墓Ｍ１０６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９期），出土器物包含一
件三层三联仓彩绘陶仓楼，时代为西汉晚期。焦作东城美苑的西汉中期墓，形制为竖井墓

道空心砖墓，墓葬特色之处在于使用彩绘龙纹空心砖砌筑墓室 （《河南焦作东城美苑 Ｍ１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６期）。２０１４年２～１１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登封市
文物保护管理局在登封金东村清理１０１座墓葬，对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丰富的东汉早期墓
葬２０１４ＤＤＭ７的资料进行刊布 （《河南登封金东村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１
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联合在荥阳苜蓿洼发掘３５０座汉墓，公布了
其中５座汉墓的 （《２００７年度荥阳苜蓿洼墓地汉墓发掘简报》， 《华夏文明》第１８期）。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在许昌十王墓地发掘１座西汉墓 （《许昌市十王墓地 Ｍ１发掘
简报》，《华夏文明》第４期）。

《襄阳卞营墓地》（文物出版社）公布了此次发掘的各时期墓葬５３９座，其中有秦墓
５８座、西汉墓１６４座、东汉墓３７座，秦墓从秦拔鄢邓至秦灭亡分为三期三段，西汉墓从
高祖元年至东汉建国前分为四期七段，东汉墓分为三期六段，从东汉建武元年延续至献帝

建安年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郧阳博物馆在郧县李营墓地清理７座东汉晚期至三
国时期墓葬资料 （《湖北郧县李营墓地２００８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２期）。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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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学院公布了在丹江口市田家岭墓群发掘的８座秦、西汉墓资料 （《湖北省丹江口市

田家岭墓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５期）。２０１７年６～９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在
谷城县高铁北站清理２７座墓葬，公布了其中９座西汉早期墓葬的资料，部分墓葬出土秦
文化因素器物铜蒜头壶、铜蒜头扁壶，为研究该区域战国晚期至西汉文化演变提供了新资

料 （《湖北谷城县高铁北站墓群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第９期）。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博物馆公布了在湖北巴东县焦家湾清理的两座汉墓资料 （《湖北巴东县五里堆、焦家

湾、镇江寺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４期）。湖北荆州博物馆公布了在荆州八癞子
草场清理的２座东汉墓的资料 （《湖北荆州八癞子草场东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

４期），同时刊布了在荆州王氏堰墓地清理的１３８号、２５６号两座西汉墓资料 （《荆楚文

物》第４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益阳枇杷树山清理墓葬

９２座，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墓主身份以平民为主，为研究秦文化南渐、秦楚文
化交流与融合及该区域历史文化变迁提供考古学资料 （《湖南益阳枇杷树山墓群战国至秦

代墓葬发掘简报》，《文博》第４期）。２０１６年１０～１２月，怀化市博物馆、溆浦县文物管
理所刊布溆浦县商顶坡、赵家庄的４６座楚汉墓资料 （《湖南溆浦商顶坡、赵家庄楚汉墓

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１４集）。２０１６年３月，湘潭市博物馆在湘潭县易俗
河镇清理１座西汉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发掘时残存封土，出土
有陶器、原始瓷器、石璧等，发掘者判断墓葬时代为西汉高祖至惠帝时期 （《河南湘潭易

俗河镇西汉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１４集）。２０１７年常德博物馆在常德南
坪发掘１座东汉早期墓，墓主为高戎，墓葬形制为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银器
等 （《湖南常德南坪东汉高戎墓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１４集）。
２０１２年１０～１２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对四川武胜苏家坝遗

址进行考古发掘，第五期遗存中有２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有半两钱、釜、小口大罐等器
物 （《四川武胜苏家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２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
在四川简阳市金山村方古井山墓群清理２７座崖墓，公布了其中３座东汉晚期崖墓资料
（《四川简阳市金山村方古井山 Ｍ１０、Ｍ１３、Ｍ２３号崖墓发掘简报》， 《江汉考古》第 ６
期）。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大邑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刊布了在四

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的３座西汉墓资料 （Ｍ８、Ｍ９、Ｍ１０），其中 Ｍ８和 Ｍ９为西汉
文景时期墓葬，Ｍ１０为武帝时期墓葬 （《四川大邑县兔儿墩土坑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第９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成都中和镇板栗湾清理一批汉墓，公布
了１座西汉崖墓的资料 （《成都市中和镇板栗湾西汉崖墓 Ｍ１７发掘简报》，《考古》第４
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资阳雁江区兰家坡的两座汉墓资料 （《四川资阳市雁

江区兰家坡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１期），时代均为新莽至东汉早期，随葬品除
了陶、铜、银、铁、玻璃、石器外，在Ｍ１中还发现一大型铜车马模型；任江对兰家坡汉
墓进行初步研究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兰家坡汉墓初步研究》，《四川文物》第１期），认
为Ｍ１可能为夫妻合葬墓，Ｍ１所出铜车马模型既象征墓主生前所乘马车，也象征丧礼用
的魂车。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公布了在重庆市开州铺溪四组发掘的２座东汉墓资料
（《重庆市开州铺溪四组汉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５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究院公布了重庆合川区黄泥?的２座东汉墓资料，墓葬形制均为石室墓，出土包括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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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车等８８件随葬品 （《重庆市合川区黄泥?东汉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３期）。其
他的重要资料还有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的１９座汉墓 （《重庆丰都马鞍山墓群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发掘简报》，《文物》第６期）、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墓地的２座东汉至蜀汉时期砖室墓
（《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６期），以及重庆渝
北赵家湾的１座墓葬。其中赵家湾墓葬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下限不晚于西汉早期，
对认识峡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变迁具有一定价值 （《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 Ｍ１
发掘简报》，《文物》第６期）。山东博物馆公布了重庆万州区晒网坝遗址塘坊墓群的１座
东汉墓资料 （《重庆市万州区晒网坝遗址塘坊墓群东汉墓Ｍ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
４期）。王颢对重庆丰都大湾墓群东汉时期墓葬进行分期研究，将之分为东汉早期、东汉
中期、东汉晚期，进一步细化了该地区东汉时期墓葬年代序列 （《丰都大湾墓群东汉时期

墓葬分期研究》，《西部考古》第１７辑）。
本年度重庆三峡库区刊布了较多的汉墓资料。２００１年，在重庆丰都袁家岩遗址发掘

汉墓２４座，２００２年又在该遗址发掘汉墓９座，２００２年在丰都赤溪墓群发掘１７座东汉中
后期至南北朝时期墓葬，２００１年在丰都凤凰踊遗址发掘汉墓４座，２００２年在丰都金钢背
遗址发掘东汉墓葬４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一）。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在奉节羊
安渡遗址发掘东汉墓１座；２０００年在奉节白马墓群发掘汉墓２座，２００１年在该墓群发掘３
座汉墓；２００１年在奉节二溪沟墓地发掘东汉墓３座，在奉节莲花池墓地发掘汉墓２座；
２００２年在奉节白衣庵墓群发掘东汉墓２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一）。２０００
年在万州大地嘴墓地发掘东汉墓１８座；２００１年，在万州梁上墓群发掘汉墓３座，在万州
下中村遗址发掘汉墓３座；２００２年，在涪陵薛家坪墓群发掘东汉墓１座，在万州银家嘴
墓群发掘东汉墓４座，在万州塘坊墓群发掘东汉墓３座，在万州瓦子坪遗址发掘东汉墓５
座，在万州松岭包墓地发掘汉墓８座，在万州余家河遗址发掘汉墓１０座，在万州柑子梁
墓群发掘１０座汉至六朝时期墓葬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一）。开县余家坝
墓地２００２年度发掘墓葬１２座，公布了５座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墓葬 （《重庆库区考古报

告集》２００３卷·一）。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在巫山大水田遗址发掘５座西汉早期墓葬；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在云阳余家包遗址发掘汉墓２座；云阳晒经遗址２００１年度秋季发掘汉墓 ５座，
２００２年在该遗址发掘汉墓３座；２００２年，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１２座汉晋时期墓葬，在
云阳石家包墓群发掘汉墓１３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二）。２００１年，在忠
县中坝遗址发掘汉墓２座，２００２年又发掘汉墓１座；２００１年，在忠县邓家沱遗址发掘秦
汉时期瓮棺１座，在忠县渔洞十一队墓地发掘东汉墓３座；２００２年，在忠县周家垸子遗
址发掘４座汉代崖墓，在忠县仙人洞墓地发掘汉墓３座，在忠县石宝墓群发掘汉墓１座，
在忠县花灯坟墓群发掘汉墓１５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二）。２００３年，在
丰都兴义墓地发掘东汉末期墓葬１座，在丰都文溪墓地发掘东汉墓２座，在奉节三塘崖墓
群发掘东汉崖墓３座，在奉节口前崖墓群发掘汉代崖墓２座，在万州柑子梁墓群发掘汉至
六朝墓１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二）。２００３年，在万州大坪墓群发掘汉墓
１２座，在万州武陵墓群发掘秦汉时期墓葬１２座，在万州陈家坝墓群 （遗址）发掘东汉墓

１座，在万州漆树坪墓地发掘东汉墓１座，在万州大田墓地发掘东汉墓２座，在万州嘴嘴
墓群发掘汉墓３座，在万州铺垭遗址发掘墓葬５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
三）。２００３年，在巫山古城遗址 （人民医院）发掘东汉初期砖室墓１座，在巫山大溪村墓
群发掘汉墓５座，在巫山平安墓地发掘汉墓４座，在巫山上西坪古墓地发掘西汉墓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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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在巫山高塘村墓群发掘汉墓７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三）。２００３年，
在云阳大凼子墓群发掘汉墓３座，在云阳马沱墓地发掘汉墓２７座，在忠县永兴场遗址发
掘东汉墓３座，在忠县瓦窑古墓群发掘秦汉墓５座，在忠县邓家沱遗址发掘秦汉时期墓葬
１座、瓮棺１座，在丰都汇南墓群发掘汉墓９座，在丰都大湾墓群发掘东汉墓７座 （《重

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三）。２００３年，在丰都槽房沟墓地发掘东汉墓６座，在丰
都二仙堡墓群发掘汉墓１６座，在奉节营盘包墓地发掘汉墓１１座，在奉节新油房墓群发掘
汉墓４座，在奉节宝塔坪遗址发掘战国晚期至秦代墓２座、西汉墓２座、东汉墓２座，在
奉节金家坪遗址发掘汉墓２座，在石柱砖瓦溪遗址发掘汉墓５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

集》２００３卷·四）。２００３年，在万州大湾墓群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３座，在万州石槽溪
墓群发掘东汉晚期至南朝时期墓葬２８座，在万州大坪墓群第二次发掘汉墓１１座，在万州
大丘坪墓群发掘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５座、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墓葬５座，在万州屠户湾
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１座，在万州武陵墓群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２座，在万州陈家嘴墓
地发掘汉墓５座；万州梁上墓群２００４年度发掘汉墓５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
卷·四）。２００３年，在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东周两汉墓葬３４座，在巫山水泥厂古墓群发
掘汉墓１０座，在巫山龙门口墓群发掘汉墓１７座，在巫山大傍遗址发掘东汉墓１座 （《重

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卷·四）。２００３年，在云阳三坝溪墓群 （遗址）发掘战国两汉

墓１８座，在云阳走马岭墓地发掘汉墓２３座，在云阳石家包墓群发掘汉至六朝时期墓葬
４３座，在云阳佘家嘴遗址发掘汉至六朝时期墓葬２座；云阳塘坊墓地２００４年度发掘两汉
墓葬１１座；２００３年，在云阳大地坪遗址发掘汉晋时期灰坑３个，在云阳麻柳林崖墓群发
掘东汉崖墓 １６座，在云阳富衣井坡墓群发掘东汉崖墓 ７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２００３卷·五）。２００３年，在忠县临江墓地发掘东汉墓葬４座，在忠县渔洞十一队墓地发掘
东汉晚期墓葬１座，在忠县花灯坟墓群发掘两汉时期墓葬２３座；忠县石匣子墓地２００４年
度发掘东汉晚期墓葬２座、东汉晚期至六朝早期墓葬１座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２００３
卷·五）。

随着重庆三峡地区后续考古工作的开展，一大批两汉时期墓葬资料得以刊布。２００８
年，在石柱陶家坝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２座，在渝北老锅厂墓群发掘东汉墓１座；云阳
营盘包墓群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共发掘汉墓７座，２０１２年在丰都槽房沟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
葬１座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在巫山古
城遗址发掘汉墓２座，在丰都卡子堡墓群发掘东汉晚期墓葬２座，在涪陵江北墓群发掘东
汉墓１１座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在云
阳平扎营墓群发掘东汉至六朝时期墓葬１座，在云阳走马岭墓群发掘两汉明清时期墓葬４
座，在云阳县麻柳林崖墓群发掘两汉时期崖墓８座，在云阳张家嘴墓群发掘汉墓４座，在
丰都狮子包墓群发掘汉墓２座，在涪陵北岩墓群黄金堡墓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７座 （《重

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在巫山大昌东坝遗址
发掘汉墓７座，在万州大丘坪墓群发掘西汉墓葬１座，在万州五丈溪墓地发掘汉墓７座，
在忠县瓦窑六队墓群发掘汉墓２座，在丰都汇南墓群火地湾、林口、蛮子包墓地发掘汉墓
６座，在丰都上河嘴墓群发掘东汉墓３座，在涪陵转转堡墓群发掘汉墓４座，在开县古城
遗址三升墓地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３座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在巫山柏树梁子墓群发掘战国汉代墓葬３０座，在丰都大湾墓群发
掘东汉中晚期墓葬３座，在丰都文溪墓群发掘汉墓４座，在丰都鼓鼓田墓群发掘东汉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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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３座，在涪陵渠溪口墓群发掘汉墓４座，在涪陵香炉滩遗址发掘汉墓５座 （《重庆三峡

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 （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江苏淮安市博物馆、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王陵文物保护管理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盱

眙县东阳墓群清理的２座汉墓 （Ｍ２７７、Ｍ２９０），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
釉陶器、铜器共计１５件，Ｍ２７７时代为西汉早期，Ｍ２９０时代为西汉中期 （《江苏盱眙东

阳汉墓群Ｍ２７７、Ｍ２９０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４期）。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栖霞区发
掘６座汉墓，公布了２座汉墓资料 （《南京市栖霞区徐家村Ｍ１和Ｍ４发掘简报》，《华夏文
明》第２０期）。徐州博物馆在徐州市白云山清理４座西汉墓 （《江苏徐州市白云山汉墓的

发掘》，《考古》第６期）。淮安市博物馆分别公布了在淮安金湖西安村和金湖塔集闸村的
３７座 （《江苏淮安金湖西安村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２期）和３８座 （《江苏

淮安金湖塔集闸墓地发掘简报》汉墓资料，《考古与文物》第２期），其中西安村墓地墓
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塔集闸墓地墓葬形制有土坑墓、砖室墓和瓦棺墓，两墓地

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和釉陶器，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早期。镇江博物馆刊布了

在丹阳市十墓山墓清理的２７座汉墓资料 （《江苏丹阳市十墓山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

古》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５～７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长沟汉墓》（科学出版社）详细公布了房

山区长沟镇的６４座汉墓资料，墓葬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东汉后期，这批墓葬包含了燕
地、关中地区等多种文化因素，对认识北京地区汉墓的分期和族属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丰台南苑汉墓》（科学出版社）公布了丰台南苑槐房、新宫、植物油厂等三处
墓地的５４座汉墓资料，墓葬时代从东汉中期延续至魏晋时期，为研究该地区社会生活和
丧葬习俗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２０１６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丰台区槐房清理１座汉
墓 （Ｍ１８），墓葬形制为双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多室墓，属于家族合葬墓，时代为东汉晚期
（《北京市丰台区槐房汉墓Ｍ１８发掘简报》，《北京文博文丛》第２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清理１３１座墓

葬，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出土遗物表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

墓主身份大部分为普通平民，该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战国晚期秦文化扩张范围提供了

新材料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基地２０１７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６期；
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发现秦文化墓地为探索匈奴文化中汉文化的来源提供重要资料》，

《中国文物报》２月２２日第８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磴口县沙金套海
汉代墓地的１９座汉墓资料 （《内蒙古磴口县沙金套海汉代墓地２０１０年度发掘简报》，《考
古与文物》第１期），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单砖室墓，墓葬方向以南向为主，出土包括
陶、铜、玉器，印章等遗物８０余件，墓葬年代从西汉中期持续至东汉早期。
２００８年８月，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营口市博物馆在辽宁省营口市芹菜洼清理汉代砖

室墓２１座 （《辽宁营口市芹菜洼汉代墓地的发现与认识》，《华夏文明》第６期）。大连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大连市营城子１座西汉晚期的墓葬资料 （《辽宁大连营城子汉墓群

２００３Ｍ７６的发掘》，《考古》第１０期）。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在辽阳鹅房汉代墓地发掘５２座汉
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长方形单砖室墓、石室墓，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

博物馆、辽阳博物馆等先后两次公布了其中的８座汉墓资料 （《辽阳鹅房汉代墓地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５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９期）（《辽宁省辽阳市鹅房墓地东汉
砖室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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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济宁市文物保护中心在山东济宁郑庄清理了１３座
汉墓 （《济宁郑庄汉墓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１２辑）。２０１８年６月，青岛市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所在山东平度八里庄清理１座汉代封土墓和附属的陪葬坑，墓葬时代为西汉中
期，墓主身份为汉胶东国官吏 （《山东平度八里庄汉代彩绘陶俑陪葬坑》，《大众考古》第

２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高县博物馆在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委岭里清理７座汉墓，

墓葬形制均为砖室墓，出土器物中包含较多的陶器和青瓷器，发掘表明该墓地是一处东汉

家族墓地 （《江西上高县泗溪镇城头村委岭里东汉墓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２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云南

师宗县大园子墓地清理 ４０２座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墓葬具有明显的 “西南夷”风格

（《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发掘简报》，《考古》第２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在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清理９座墓葬，出土陶器７２件，墓葬时代为西

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人骨鉴定表明其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为研究汉代青海地区文化交流

和人群迁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汉墓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发掘简
报》，《四川文物》第５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刊布了２００６年在河北容城县沙河遗址发掘的１２座汉墓资
料，墓葬形制均为带墓道的砖室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铜器，墓葬时代为东汉

早期 （《河北容城县沙河遗址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黄骅市博物馆公布了黄骅市齐家务镇的１座墓葬资料，时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 （《河

北黄骅市发现的两处古墓葬》，《文物春秋》第６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徽定远大孤堆清理了４座汉墓，其中Ｍ２为一座长斜坡墓

道竖穴土坑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南北两侧设置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

有陶器、铜器、玉器，陶器有鼎、盒、壶、钫、杯、盂、双耳罐、灶、勺、盂等，铜器有

頵壶、盆、泡钉，玉器有玉璜、玉饰，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早段 （《安徽定远大孤堆汉墓

Ｍ２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４期）。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发掘汉代墓葬７座 （《通

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其中石棺墓４座、积石墓３座，出土有
陶四

!

耳罐、四
!

耳壶、纺轮、石凿、石镞、铁等器物。

一般墓葬的综合研究首推刘瑞的 《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以华南地区的墓葬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ＧＩＳ技
术等方法进行类比和分析，并结合文献资料，阐释了华南地区秦汉四百余年的文化内涵，

揭示出该地区多层面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一幅较为鲜活的 “历史画卷”，该书的研究思路

和方法在汉代墓葬的研究中值得借鉴。

刘尊志 《汉代墓地陶窑及相关问题》 （《文物》第１１期）、《汉代列侯与中小型墓地
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中原文物》第３期）、《汉代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沟及相关问
题》（《文物春秋》第３期）、《汉代墓内祭祀设施浅论》（《中原文化研究》第１期）对汉
代墓地陶窑、列侯与中小型墓地非祠堂类祭祀设施与遗存、中小型墓葬的排水沟、墓内祭

祀设施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汉代墓地制度的认识。孙丹玉、潘玲 《姜

屯墓地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因素分析》对姜屯墓地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战国燕文化因

素和京津冀地区特有汉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这两种文化因素在姜屯墓地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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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江汉考古》第１期）。金海旺 《淮河流域西汉墓葬文化研究———以中小型西汉墓

的考古发掘为例》（《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期），以中小型西汉墓为研
究对象探讨了淮河流域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淮河流域在西汉晚期形成了统一的汉

文化。潘玲、马博以辽宁鞍山羊草庄墓地为基础，对两汉辽东郡、东汉玄菟郡境内汉墓中

的北方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认识两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价值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宋蓉 《试论汉文化形成的关东模

式———以墓葬为中心》（《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以墓葬资料为

中心，从地域差异与等级差异两个层面，探讨关东汉文化的形成历程。魏镇 《东汉墓地

建筑的两种传统及其互动》（《东南文化》第４期）将东汉墓地建筑分为墓侧附属于高等
级墓葬的院落式墓地建筑和墓前附属于中小型墓葬的简易单体墓地建筑两大传统，指出两

者建筑形式和祭祀思想有不同的来源，前者源于宗庙祭祀传统，后者则源于先秦民间已有

的墓地祭祀系统，这两种墓地建筑背后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两者在

相互碰撞、借鉴的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刘汉兴 《西安张安世家族墓地刍议》

（《北方民族考古》第７辑）对张安世家族墓地内墓葬主人进行辨析，对墓地内的合葬礼
俗、墓位排列、陵园建筑规模进行分析；他在 《西安南郊秦墓地探析》（《东方博物》第

１期）一文中依据西安南郊发掘的３１７座秦墓，对各墓地墓葬规模和等级进行划分，并推
测南郊秦墓各墓地中的墓主身份，认为西安南郊秦墓地人群主要是以当地土著秦人、西迁

秦人、受秦人葬俗影响的三晋两周人口为主，各墓地葬者身份以手工业者、中小地主和庶

民及商人为主。周立刚对东汉墓内祭奠活动反映的生死观问题进行考察 （《模糊生死界

线、东汉墓内祭奠活动的考古学观察》，《华夏文明》第８期）。徐卫民 《秦汉刑徒墓定名

商榷》对西安和洛阳发现的３处秦汉刑徒墓地定名进行探讨，认为此类墓葬应该称为修
陵人墓地或者劳役者墓地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张强禄 《南海郡尉任嚣墓考辩》对南

海郡尉任嚣墓的归葬点和葬制进行辨析研究，对广州西村石头岗秦墓 （《广州汉墓》

Ｍ１０９７）是任嚣墓保留疑问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

四　专题研究

（一）器物研究

器物研究方面以 《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内容最为丰富，该书是对马

王堆三座汉墓出土漆器的完整集结，分为上、中、下三册，分章节讨论了漆器的类型、铭

文、遣册以及文化因素等内容，并运用科技手段分析了漆器的制作工艺、成分检测、原料

产地等问题，研究内容详实，充分阐释了西汉早期楚地漆器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该

书可视为器物研究的典型范例之一。

关于漆器的研究，洪石 《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考古与文物》第３期）分
析了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和特征，将其发展历程分为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

秦汉时期三个阶段，对各期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先秦两汉嵌绿松石工艺的源流进行探讨。

毛芳 《略谈战国秦汉漆器的造型》 （《江汉考古》第 Ｓ１期）认为战国秦汉漆器的造型可
以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仿青铜器造型、仿自然动物形象造型、传统和想象中的动物合体造

型、生活实用造型。夏华清和管理 《海昏侯墓出土木笥浅议》 （《江汉考古》第 Ｓ１期）
对海昏侯墓出土漆木笥的性质和功用进行探讨，并对漆木笥上的铭文进行考释；余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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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出土 “李具”漆耳杯与饮弈之风》（《中国文物报》４月１９日第６版）探讨了
汉代饮弈之风。

雍际春、孛鹏旭所编的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论集》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放马
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的集中探讨，共收录了３０篇文章。除发掘报告和综述外，主要是各
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层面对天水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和竹简的研究成果，具体包括关于地

图作者、绘制年代、版式组合、地图内容、主要地名、地图注记、地图复原、地图绘制技

术及科学价值、交通线与林业史料、竹简日书内容、墓主记与志怪故事等方面的专题与综

合研究成果。

陶瓷器仍然是器物研究的大宗，研究内容包括对器物文化因素的分析、文化内涵的考

释等。吴小平 《云贵地区汉墓所出岭南风格器物研究》（《考古学报》第１期）梳理了云
贵地区汉墓出土的岭南风格器物，分析了器物形态，并对此类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背景

进行分析。刘尊志 《试论汉代墓葬内出土瓦当的位置及功用》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
一文对汉墓出土瓦当的位置和形式、瓦当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分析。洪梅主编 《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瓦当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收瓦当的时代从西周持续到清

末，该书的编著者结合馆藏文物，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馆藏瓦当按出土时代、

地区以及形状和内容进行了重新归类和分析、研究，对于某些瓦当的定名和认识提出了

见解。

１９９１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咸阳毕源路清理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２个陶瓶，
其中一个保存较好，上面发现有朱书文字，刘卫鹏 《陕西咸阳毕塬路东汉墓出土宋氏朱

书陶瓶》（《文物》第３期）结合传世文献资料对该陶瓶的朱书文字进行释解。罗二虎、
吴闽莹 《墓砖的年代学研究———以淅川泉眼沟汉墓为例》（《江汉考古》第２期）对淅川
泉眼沟汉墓出土的墓砖进行类型学分析，结合墓葬形制、陶器组合与器形、钱币类型等将

泉眼沟汉墓墓砖分为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四个时期，并

对各时期墓砖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王保成 《重庆丰都东汉纪年陶盘试解》（《考古与文

物》第１期）对丰都汇南１７号墓出土的东汉纪年陶盘进行初步解析。刘昕 《战国秦汉墓

葬出土原始瓷器分期研究》在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将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原始瓷器分为

四期，建立了战国秦汉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的年代标尺 （《南方文物》第 １期）。赵艺蓬
《关中西汉陶缶考》对关中西汉时期陶缶的形制演变、器用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秦汉研

究》第１３辑）。方良朱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偶乐车》（《东方博物》第１期）结合传世
文献对海昏侯墓出土两辆彩绘偶乐车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探讨，认为这两辆偶乐车象征着

“王之五路”中用于军事的革路，同时还具有前导车性质。

葛彦 《出土东汉魏晋时期口衔耳杯器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梳理
了东汉魏晋时期口衔耳杯器的考古发现，对口衔耳杯器的类型和功用进行探讨。刘勇和徐

超 《固原地区出土秦汉时期陶器》对固原地区出土秦汉时期陶器进行论述 （《文物天地》

第１１期）。李杨 《宁波博物馆藏汉晋堆塑罐中胡人形象探究》对宁波博物馆藏汉晋堆塑

罐中胡人形象进行考察研究 （《文物天地》第７期）。
以陶楼、陶灶为代表的模型明器亦有较多研究。兰芳 《西北有高楼：汉代陶楼的造

物艺术寻踪》梳理了汉代陶楼的形制和风格，认为以陶楼为代表的建筑明器处于墓葬空

间的象征体系之中，体现了墓葬礼仪中天、地、人、神的沟通方式 （文化艺术出版社）。

李长周 《河南南阳近年出土的汉代陶楼》梳理分析了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陶楼 （《华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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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４期）。王天艺 《陕西延安出土的汉代陶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４期）
一文对延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釉陶灶和彩绘陶灶的地域特征、制作装饰工艺、艺术特色进行

初步研究，并对陶灶上装饰双阔纹、仙鹤纹的含义进行探讨，对研究汉代丧葬习俗的地域

性特征具有一定意义。曹龙 《泾渭秦墓出土低温陶牛车研究》一文对陕西高陵县泾渭地

区２４座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早段秦墓出土低温陶牛车进行探索，涉及驭手俑身份判定、
低温陶牛和低温陶车轮的分类与牛车组合形式、牛车的功用及随葬意义等方面 （《文博》

第５期）。武贞 《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疗器具概述》对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疗器械进行概述

（《华夏文明》第４期）。
陶俑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王春燕 《五色观与秦俑服装色彩搭配》对秦俑服饰

色彩进行探析 （《文物世界》第１期）。庄家会、秦波 《中国早期墓俑空间形式的演进》

对中国早期墓俑空间形式的演进过程进行研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依赖联想建构

象征空间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向表达物理空间过渡阶段 （秦至西汉中期）、空间形式

艺术化阶段 （西汉晚期），指出秦至西汉早期墓俑逐渐从地下深处棺椁空间之附属状态向

地表下独立空间演进，西汉晚期陶俑脱离早期单体的正面描绘，转向更加多维的场面组合

（《文博》第４期）。
秦汉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最后高峰，朱津对秦汉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进

行分析，认为秦汉时期铜器的职能由先秦时期的礼仪性、政治性向经济职能转变，秦汉时

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礼制的形成、文化思想的演变是引起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 （《秦汉

时期铜器功能的转变及其原因探析》，《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常乐 《汉代乐器架座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第５期）一
文对汉代乐器架座类型、使用者身份、所反映的汉代思想文化观念进行探讨。指出汉代乐

器架座的使用者主要为诸侯王，非诸侯王而身份在列侯及与列侯相当的级别之上者亦有使

用，乐器架座的使用与汉代由雅趋俗的尚乐观念转变以及辟邪、升仙思想的盛行等密切相

关。苏奎 《汉代卧羊铜灯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对汉代卧羊铜灯进行
类型学研究，并对卧羊铜灯的装饰工艺、使用方法、文化内涵及后世对该器物的著录情况

进行分析。刘铮对１９５６年安徽师范学院历史文物陈列室在芜湖市征集收藏的一组汉代铜
器进行概述 （《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器》，《文物》第８期）。夏素颖 《河北

出土汉代熏炉研究》 （《文物春秋》第４期）对河北地区汉代熏炉的考古发现进行梳理，
对熏炉进行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断代研究，将河北地区汉代熏炉的发展演变分为西汉早期、

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四个阶段，并对河北汉代熏炉的地域特征进

行分析。张合荣对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戈进行类型学分析，进一步考察了其与周邻地区

铜戈的关系 （《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戈的初步观察》，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

化》，科学出版社）。

铜镜和铜钱的研究也有较多涉及。武汉博物馆编的 《古镜涵容：武汉博物馆藏铜镜》

收录有代表性的铜镜２７０余面，按我国古代铜镜发展的时代特征，分为中国早期铜镜、春
秋战国铜镜、两汉铜镜、三国两晋铜镜、隋唐五代铜镜、两宋辽金铜镜、元明清铜镜等几

个部分，介绍了各时代铜镜的大致发展脉络，对一些铜镜的纹饰铭文和文化内涵进行解读

和介绍。王刚 《海昏侯墓 “孔子衣镜”所见孔门弟子问题初探》对海昏侯墓 “孔子衣

镜”反映的孔门弟子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４
期）。苗霞 《辉县路固汉墓出土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简论》对辉县路固汉墓出土变形四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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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人纹铜镜的纹饰、年代进行分析研究 （《南方文物》第１期）。李迎春、程帆娟 《汉代

“四夷服”镜铭研究》（《四川文物》第６期）指出 “四夷服”镜出现和兴盛的原因与王

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东汉儒学有密切关系。康茜 《略论荆楚出土楚镜与秦镜》对荆州出

土的楚镜和秦镜的特点及成因进行论述 （《荆楚文物》第４辑）。
黄娟 《汉代铜镜钱纹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分析了汉代铜镜上五

铢钱纹和大泉五十钱纹的类型、组合纹饰和位置，并对铜镜上钱纹的文化内涵和钱纹产生

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及生死观提供了新线索。闫瞞和王俐茹 《西

海郡故城新莽钱范与流通货币考论》（《中国钱币》第４期）、王泰初 《西汉小五铢属性考

辨》（《中国钱币》第４期）、叶世昌 《从王莽到东汉再说 “货币”一词》 （《中国钱币》

第５期）等也考查了钱币相关问题。
关于玉器的研究，较为集中的成果为 《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它收录

了会议论文中的３５篇，内容涉及汉代玉文化综合研究、汉玉与汉代丧葬习俗研究、汉玉
区域性研究、出土汉玉研究、汉玉玉料来源、汉玉工艺技术等诸多方面内容。

刘尊志 《西汉墓葬出土壁的功能和作用》对西汉墓葬出土壁的功用和性质进行分析

论述 （《华夏文明》第２期）；周健 《米脂卧虎湾 Ｍ１０３出土玉覆面、玉鞋研究》对陕西
米脂卧虎湾西汉早期墓葬Ｍ１０３出土的玉覆面、玉鞋进行研究 （《考古与文物》第３期）；
殷志强在 《秦代玉器的鉴定》（《文物天地》第３期）中分析了秦代玉器数量稀少的原因，
论述了秦代玉器的风貌特征；李竞恒 《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

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进行初步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第３
期）；谢春明、陈程 《简析战国秦汉玉器中的柿蒂纹》对战国秦汉玉器中柿蒂纹进行简要

论述 （《荆楚文物》第４辑）。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王娜和宋少辉 《马家冢子汉墓出土 “宜

子孙”玉璧》（《中国文物报》８月６日第６版）、胡田甜 《南越王墓出土凤鸟纹玉器与巫

文化》（《文物天地》第１期）、李妍 《浅析广州地区南越国墓葬出土的卮》（《文物天地》

第１期）、岳凯 《徐州汉墓出土凤鸟纹玉器赏析》（《文物天地》第５期）。
铁器在秦汉时期已普遍使用，并广泛出现于墓葬中。郭妍利 《汉代两京地区兵器随

葬制度初论》（《考古与文物》第５期）初步探讨了汉代两京地区的兵器随葬制度，分析
指出两京地区随葬兵器的汉墓具有等级差异明显、随葬兵器明器化突出、性别指向分明的

特点。林永昌 《汉代岭南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以墓葬随葬铁器的空间分析为视角》

（《南方文物》第３期）梳理了岭南地区出土铁器的汉墓资料，并对出土的铁器进行类型
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岭南地区铁器的传播与运输方式进行考察，对认识汉代铁器的普及

程度及汉代岭南与中原、岭北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金银器也有相关的研究，许宁宁 《汉代马蹄金与麟趾金考辨———兼论圆形金饼并非

麟趾金》（《北方文物》第２期）将马蹄金与麟趾金分为 Ａ、Ｂ两型，认为两类马蹄金与
麟趾金均是西汉武帝 “太始诏书”变更黄金为 “麟趾酼蹄”的产物，具有不同的性质和

功用，Ａ型马蹄金与麟趾金具有流通货币属性和贮藏属性，Ｂ型马蹄金与麟趾金发现于墓
葬之中，主要被用作皇家赏赐之物。张永娟 《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羊纹金饰件考略》

对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进行考述 （《华夏文明》第１２期）。
有的器类涉及多种材质，麻赛萍 《汉代灯具燃料与形制关系考》对汉代灯具燃料与

形制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汉代灯具燃料可分为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两类，固态燃料可用硬

质灯芯制成烛，液态燃料则常用于不带烛钎的灯具，通过软质灯芯点燃、照明 （《考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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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第１期）。庞政 《战国秦汉时期的马纛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第６期）梳
理了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出土的马纛，并对马纛的性质、功用、使用等级等相关问题进行探

讨。周娟妮 《汉晋时期祥瑞物品的考古发现与趋避风俗研究》 （《遗产与保护研究》第１
期）梳理了汉晋时期祥瑞物品的类别与特征，对其体现的趋避风俗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汉晋趋避风俗源流演变，认为汉晋时期趋避风俗的形成，既是西汉董仲舒提倡并成为整个

西汉王朝主导意识形态的 “天人感应”学说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原始巫术的孑遗。周

杨 《考古所见汉至宋蟾蜍形器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１期）对汉至宋代考古所
见蟾蜍形器物类型和器物组合、时空分布进行分析，并对蟾蜍形器物反映的生死观念、文

化内涵进行探讨。

墓葬建筑也是秦汉考古重要的课题之一。周学鹰 《楚国墓葬建筑考———中国汉代楚

（彭城）国墓葬建筑及相关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徐州地区两汉墓葬的建筑进

行了全面的梳理，对其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过程加以分析，并对 “因山为陵”的葬制渊源、

“明器式”建筑与 “建筑式”明器、汉代建筑明器随葬思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马晓亮

《四川盆地崖墓建筑研究》（科学出版社）着眼于四川盆地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崖墓建筑

特征，通过观察崖墓空间的三维特征，探讨了四川盆地崖墓的演变模式及地域差异，分析

了崖墓与其他墓葬形态的关系，并同汉代民居进行了比较研究。陈轩 《东汉束竹柱与瓦

棱柱的初步研究》对东汉墓葬建筑中的束竹柱与瓦棱柱进行初步研究 （《考古》第５期）。
刘灏 《汉代住宅建筑艺术浅谈》通过汉代建筑明器、画像砖、画像石等建筑图像对汉代

住宅建筑艺术进行初步考察 （《文物世界》第５期）。
此外，各地的博物馆对一些精品展览出版介绍，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平天下：秦

的统一》（西北大学出版社）、深圳博物馆 《巴蜀汉风：川渝地区汉代文物精品》 （文物

出版社）。

（二）封泥、印章及陶文

李超 《秦封泥与封检制度》结合出土资料与文献资料对秦封泥封检制度进行考察

（《考古与文物》第４期）。王子今 《说秦 “礛柱丞印”封泥》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３
期）对礛柱丞及其职责进行考察，认为礛柱丞可能为礛柱县丞，其主要负责礛柱附近航

道的运输管理和修治。汤超 《秦铁官体系与冶铁业新识》通过秦封泥、简牍、木牍等出

土文献资料对秦铁官体系及冶铁业发展状况进行研究 （《江汉考古》第２期）。王伟和董
志军 《新见秦地名封泥考释 （十则）》（《江汉考古》第２期）对秦封泥中新出现的安陵、
安陆、濒阳、孱陵、成固、池阳、杜阳、杜南、高陵、阳等十个地名进行考释，对究明

秦置县数量和地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刘伟成 《山东出土封泥述略》对山东封泥出土和

研究著录情况进行简述 （《北京文博文丛》第２期）。张伟然、蔡允贤 《官印与地名———

“慎阳”及相关地名变迁的传说与史实》依据 《新出汝南郡封泥集》收录的与 “慎阳”

相关的１８枚封泥，结合传世文献对慎阳地名变迁进行考察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３期）。
谢文奕 《汉代 “屏泥”考》（《秦汉研究》第１３辑）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

古出土实物，认为 “屏泥”是位于车轼前车舤后的织物，除了遮挡尘土外还具有彰显身

份等级的功用。

李鹏辉 《谈西汉的 “东织染官”印》（《考古与文物》第２期）对汉景帝阳陵东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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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坑出土的 “东织寝官”印的释文重新考释，指出其应为 “东织染官”，认为 “东织染

官”是 “东织”机构中掌染丝帛的官吏。石继承 《汉印双名释读四则》 （《考古与文物》

第６期）结合秦汉篆隶文字资料，对四件汉官印中过去被误释的 “牵女”“终根”“腊

时”“翁伯”四个双名进行重新释读。吴方浪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 “海”字铜印考释》

对海昏侯墓出土 “海”字铜印进行考释，认为 “海”为 “海昏”的省称，可能为刘贺在

海昏侯国用于行政文书管理的私印 （《文博》第１期）。史明立 《西汉南越王墓 “文帝行

玺”》探讨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文物天地》第１期）。杜晓
《汉代官用私印小议———以职官姓名印和 “名印”私印为中心》从职官姓名印和 “名印”

私印两个方面对汉代官用私印现象进行讨论 （《出土文献》第１４辑）。李鹏辉 《新见汉印

零释 （六则）》对六枚汉印的释文进行辨析 （《出土文献》第１４辑）。
后晓荣 《秦市亭陶文性质的新认识》（《考古学报》第３期），梳理了陕西、山西、河

南、河北、山东、湖北、安徽、上海、广东等地考古发掘和传世的秦市亭陶文资料，对市

亭陶文的时代、特点和性质进行探讨，为研究秦代历史地理、手工业生产、商品经营管理

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对研究秦市亭制度，探索秦文化传播区域、范围、方式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朱惠龙 《秦戳印陶文的分类与功用探究》对秦戳印陶文进行分类研究，并对

其功能进行探究 （《中国书法》第４期）。王子今 《汉陶文 “小儿受赐”试解》（《南都学

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５期），对 “小儿受赐”之文意进行解读。

（三）石刻、铭文

赵超的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增订本）》（中华书局）在原书 （１９９７年版）的基础上
增加内容逾倍，全书概观性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石刻的类型及其演变、古代石刻的存留及发

现情况、历代石刻的研究情况以及石刻铭文的常见体例，总结归纳了石刻铭文应当如何释

读、石刻及其拓本如何辨伪鉴定等问题。

杨爱国 《山东汉代石刻中的外来因素分析》（《中原文物》第１期）分析了山东汉代
石刻的外来文化因素，外来因素最明显表现在画像石和圆雕上的胡人形象、石狮子、建筑

上的石构件、与佛教相关的画像、外来乐舞等方面。柳向春所著 《曲终雅声： 〈熹平石

经〉及其拓片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介绍了 《熹平石经》的基本知识，梳理了 《熹

平石经》的研究史，辨析了徐森玉、马衡、罗振玉等学者关于石经的研究情况，展示并

阐释了 《熹平石经》的各种拓片。王子今 《金乡汉墓 “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

考议》对金乡汉墓 “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刻石进行考察，对认识汉代盗墓与反盗

墓文化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文博》第１期）。２０１０年，在西安市阎良区石川河道内发现
带铭文的石刻，孙伟刚 《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第１期）对
石刻铭文进行释读，并对石刻用途、石料来源、运输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董珊

《西安阎良发现秦铭刻石新考》（《文物》第１０期）依据阎良发现秦铭刻石编号对秦汉时
期石刻编号方式进行考察，并对该石刻部分刻铭内容进行考释，认为该刻石的时代为秦

代。赵延梅 《榆林东汉 “人民颠到相食”与 “乐陵相任君”刻石拼合研究》对榆林汉画

像石博物馆收藏的 “乐陵相任君”与 “人民颠到相食”两块东汉铭文刻石进行了拼合和

铭文释读，对铭文包含的历史事件进行考察 （《文博》第５期）。薛浩 《两汉碑刻署名考

略》对汉碑署名的体例格式、署名者身份、署名存疑、署名意义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中国书法》第２４期）。霍巍 《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以新都东汉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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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 “石门关”题刻为视角》利用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的 “石门关”题刻，对四川汉代

移民问题进行探讨 （《中华文化论坛》第３期）。孙涛和张再兴 《汉碑文字校读八则》对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八则汉碑文字进行校读 （《出土文献》第１４辑）。伊强 《〈东

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释文补证》从文字训诂角度对 《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释

文中的三处词句进行补正释读 （《出土文献》第１４辑）。张鸿亮 《洛阳东汉墓出土韩君残

碑浅析———兼谈汉代墓碑流行的时间与路线》 （《考古学视角下的秦汉家庭与日常生活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结合传世文献对韩君残碑的文字进行考释，认为碑主为

东汉司空韩棱第五代孙韩基，立碑年代约在灵帝末年，指出汉代墓碑源于西汉晚期的齐鲁

地区，东汉安帝时期在洛阳地区发展成熟并逐渐流行。

苏银梅 《西汉海昏侯墓 “籍田”与彭阳 “朝那”铭文铜鼎对比研究》从铜鼎造型、

金文书体、铭文表述内容、用途等几个方面将西汉海昏侯墓 “籍田”与彭阳 “朝那”铭

文铜鼎进行了对比研究 （《秦汉研究》第１３辑）。邹芙都和马超 《大利铜鼎铭文 “ ”字

考释———兼论汉代的重量单位 “圭”》对咸阳市石桥乡出土的大利铜鼎铭文 “ ”字进行

考释，并对汉代的重量单位 “圭”进行探讨 （《文物》第２期）。杜益华 《徐州博物馆藏

汉代器物铭文考释》对徐州博物馆藏汉代器物铭文进行考释 （《文物天地》第５期）。徐
海荣 《延平元年刻铭铜弩机考》对延平元年刻铭铜弩机进行考证 （《文物天地》第

１１期）。

（四）简牍帛书

秦汉简牍资料的刊布、释读有了新进展。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著的 《悬泉汉简

（一）》（中西书局）出版，公布了在悬泉置遗址发掘的部分汉简资料，收录简牍２１７５枚，
并附图和释文；代国玺 《试论西北汉简所见大小石的几个问题》（《考古》第３期）指出
大小石是汉代通行全国的计量单位，而非地方性计量习惯，认为大小石在秦代已经出现，

汉代继承大小石制度。

张德芳和石明秀主编的 《玉门关汉简》（中西书局）公布的汉简资料包括１９９０年在
敦煌小方盘城遗址发掘的３８１枚汉简、１９９０年在悬泉置遗址采集的５０枚汉简、悬泉置遗
址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８９枚汉简、敦煌地区其他地点出土的７９枚汉简。《长沙五一广场
东汉简牍 （叁）》 （中西书局）刊布了在长沙五一广场井窑遗址出土４００枚简牍的资料，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肆）》刊布的简牍资料多达５００枚。

何有祖 《荆州高台Ｍ４６西汉木牍解读》对荆州高台 Ｍ４６西汉墓出土的９枚木牍进行
解读 （《江汉考古》第２期）。石洋 《荆州高台Ｍ４６出土钱木牍考释》对荆州高台Ｍ４６出
土钱木牍进行考释 （《江汉考古》第２期）。杨耀文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商补

六则》对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公布简牍中的六处释文进行考释，对长沙东牌楼东汉

简牍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江汉考古》第４期）。李天虹、蔡丹、凡国栋 《〈随州

孔家坡汉墓简牍〉 “未编联残片”的整理与复原》对随州孔家坡简牍报告中的 《日书》

含４８枚未能编联的残片进行整理与复原 （《江汉考古》第５期），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孔家
坡汉简的基础资料。张丽萍和张显成在 《释西北屯戍汉简中 “提绩”“提行胜”》（《敦煌

研究》第４期）结合传世文献对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记
载的 “提绩”“提行胜”进行释读，认为 “提绩”指武士所戴的橘红色头巾，“提行胜”

则为出行时随身携带的橘红色袋子。姚磊 《地湾汉简缀合与释文补正》对地湾汉简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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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进行缀合和考释 （《敦煌研究》第６期）。袁金平和卢海霞 《敦煌马圈湾汉简 “聅

道”释义辨正》对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的 “聅道”释义进行研究 （《敦煌研究》第 ６
期）。这些简牍材料的刊布和释读为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重要基

础资料。

郑威 《秦洞庭郡属县小议》（《江汉考古》第５期）结合里耶秦简新公布的简文资料
对秦洞庭郡部分属县的名称、地望、置县时间进行考证，指出孱陵可能不是洞庭郡属县，

认为安阳应在今桃源县西南的沅水北岸，西接沅陵，东临上衍，明确了镡成县置县时间在

秦始皇三十四年七月之前。何有祖 《〈里耶秦简 （壹）〉释地 （四则）》对 《里耶秦简

（壹）》一书中几支简所含的地名临晋、女阴、门浅、秭归进行考释 （《考古与文物》第２
期）。马孟龙以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 （《四川文物》第３期）为
题，结合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及相关传世文献记载对西汉广汉郡、犍为郡的设置时

间进行考证，认为广汉郡与犍为郡设置于汉武帝元光三年 （前１３３年），在 《西汉北地郡

灵州、方渠除道地望考证———以张家山汉简 〈秩律〉为中心》利用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秩律》记载的地理信息对西汉北地郡灵州、方渠除道地望进行考证，认为甘肃省环

县曲子镇汉代古城址即西汉北地郡灵州，环县环城镇为方渠除道所在 （《敦煌研究》第５
期）。魏振龙 《新莽时期居延的更名及隶属关系考辨———以居延都尉为中心》依据居延汉

简、肩水金关汉简记载对新莽时期居延都尉更名过程情况进行梳理，对居延都尉隶属关系

变化进行深入考察 （《出土文献》第１５辑），对认识新莽时期地名变更、行政区划调整具
有重要价值。

田天 《西汉遣策 “偶人简”研究》对西汉遣册 “偶人简”进行研究，对战国西汉时

期墓葬随葬偶人的习俗进行探讨 （《文物》第６期）。冯西西 《对东汉 “死人地券”的再

探讨》对东汉 “死人地券”进行探讨 （《简帛》第１９辑）。蔡丹和谭竞男 《睡虎地汉简

中的 〈算术〉简册》（《文物》第１２期）简要概述了睡虎地７７号汉墓简牍中的 《算术》

简册，二人在 《睡虎地汉简 〈算术〉“田”类算题》（《文物》第１２期）一文中对该简册
中 “田”类算题进行研究。陈伟、熊北生 《睡虎地汉简中的券与相关文书》则对睡虎地

７７号汉墓出土的券类文书进行相关研究 （《文物》第１２期）。
以往学界认为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封缄方式有 “检”和 “检柙”两种，黄浩波 《蒲

封：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式》考证蒲封也是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

式，但对蒲封具体形制未能详考 （《考古》第 １０期）。吴方基 《里耶秦简 “检”与

“署”》（《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对里耶秦简的 “检”与 “署”进行辨析，指出 “检”

与 “署”具有不同作用，“检”在过去被称为 “封检”，只作封禁之用，而 “署”在过去

则被误称为 “检”，是一种题写收件人等文字的简，用于说明文书传递目的地信息，至汉

代时期 “检”“署”合而为一，对认识秦代文书封缄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五）汉画像类研究

汉画像研究主要包括画像材料刊布、图像研究、艺术研究、综合研究等几个方面。

得益于三峡库区考古工作的开展，重庆地区刊布汉画像类材料数量较多，发现的石棺

墓主要集中于东汉时期。重庆市壁山区的蛮洞坡清理了１座东汉晚期画像石棺墓，在黄殿
桥发掘２座画像石棺墓，在棺山坡崖墓群发掘３座画像石棺墓，在罗家坡墓发掘１座画像
石棺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在小河坝发掘３座东汉画像石棺墓，在插旗山清理１座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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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墓室四壁錾刻大量画像 （《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在重庆江津区

烟墩岗发掘１座东汉画像石棺墓，在永川区石坝屋基伏岩寺墓群发掘东汉画像石棺墓２
座，在涪陵区古坟堡发掘一座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画像石墓 （《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

集》，科学出版社）。

山东省刊布的汉画像材料较为丰富。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博兴县博物馆联合公布

了２５块博兴县博物馆收藏的汉代画像石资料 （《博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海岱考

古》第１２辑）。山东平阴县博物馆公布了该馆近年征集的汉画像石资料 （《平阳阴博物馆

藏汉代画像石》，《海岱考古》第１２辑）。山东枣庄市博物馆公布了馆藏的两块胡汉战争
画像石资料 （《枣庄市博物馆藏两块胡汉战争画像石》，《海岱考古》第１２辑）。胡广跃刊
布了山东济宁嘉祥旷山发现的一座汉画像石墓的资料，进一步研究了该墓葬年代、画像石

内容、艺术特色、墓主及身份，李慧公布了山东滕州清末至今的发现的８块汉画像石的资
料 （《山东济宁嘉祥旷山汉画像石墓及相关问题》，《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

届年会论文》，文化艺术出版社）。周水利、朱青生所编的 《汉画总录·萧县卷》（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共收录萧县出土汉代画像石２９０块，是萧县汉画资源第一次全面、系统
的整理出版，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泸州市博物馆编著的 《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文物出

版社）全面而详尽地发表了截至２００７年泸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棺资料，并对部分图像进
行了解读。文中的解释主要以同类图像的榜题为依据，再参考文献，以了解图像的内容、

背景和来由。

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汉画像材料公布。鄂尔多斯博物馆联合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公布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巴日松古敖包发掘的２座汉代壁画墓资料
（《内蒙古鄂尔多斯巴日松古敖包汉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第３期），Ｍ１现存壁画
２０余幅，Ｍ２现存壁画１０余幅，壁画内容包括骑马游猎、轺车出行、乐舞宴饮、放牧牛
耕、飞龙、金乌、蟾蜍、星象图等，为研究鄂尔多斯地区汉代丧葬习俗、绘画艺术提供了

重要资料。赵延梅公布了在陕西省榆林市发现的一组汉画像石资料，孙伟公布了在安徽萧

县龙城镇龙山子村清理的一座汉画像石棺墓的资料 （《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

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汉画像研究方面，郑岩主编的 《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收录了巫鸿多篇汉画

图像研究的文章，内容涉及汉代的祥瑞图、鸟图像、“白猿传”画像和西王母图像等，另

外还有几篇对秦权、古代玉器、早期佛教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杨泓 《读 〈史记·李将军

列传〉兼谈两汉 “莫府”图像和模型》（《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２期）一文认为 《史记·

李将军列传》记载的 “幕府”为前线将领的办公场所，通过考证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

的壁画，复原了护乌桓校尉莫府的全貌，山东临淄山王村西汉墓从葬坑发现的陶质建筑模

型为西汉时期的莫府模型；高崇文 《非衣乎？铭旌乎？———论马王堆汉墓 Ｔ形帛画的名
称、功用与寓意》（《中原文化研究》第３期）一文认为马王堆汉墓 Ｔ形帛画是丧葬礼仪
中的铭旌，用来标示墓主神灵，其寓意并非 “引魂升天”而是希冀死者在冥界之中能够

受到神灵庇护而安逸生活；朱存明等人所著 《民俗之雅：汉画像中的民俗研究》一书对

两汉时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诸神崇拜、生产生活、交往娱乐、衣食住行、饮酒文化等做

了研究和探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煜 《汉墓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第６期）对汉代题刻天门图像和无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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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图像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所反映的汉代升仙、升天观念进行探讨，在 《也论汉墓中

的 “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四川文物》第４期）一文中，他对汉画像
题材和汉墓题刻中有关 “天仓”画像进行研究，对其所反映的升天观念进行探讨。潘攀

《汉代神兽图像研究》（文物出版社）对汉代八十余种神兽母题进行分类研究，揭示出神

兽图像的主要形态，在此基础上对神兽母题组成的典型图像场景进行分析，归纳出天文、

神仙信仰、辟邪、谶纬祥瑞等四大神兽图像系统，并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神兽图像从史前

至汉代的发展脉络。

陈秀慧 《汉画像石僧人骑象图辩误》（《文物春秋》第２期）对学界以往认为出自鲁
南苏北地区的６件汉画像石中的人物骑象图为 “僧人骑象图”或 “大象僧侣图”进行重

新考辨，认为画像中人物为越人或胡人形象，此类图像与佛教无关，整体画面主要表现仙

境、狩猎及武库场景。殷红 《四川汉墓门扉画像石探析》（《四川文物》第５期）梳理了
四川汉墓发现的门扉画像石资料，对门扉画像石的图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形制、构图、

雕刻技法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对汉墓门扉画像石的特点进行了讨论。岳敏静 《陕北神

木大保当Ｍ１１画像石赏鉴》（《文物春秋》第１０期）对神木大保当 Ｍ１１画像石图像内涵
进行分析。韩炜炜和张玉峰 《南阳英庄出土 〈嫦娥奔月图〉考》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对南

阳英庄出土 《嫦娥奔月图》进行考释研究 （《华夏文明》第１４期）。李美燕 《东汉画像

镜中的 “琴”型乐器初探》对东汉画像镜中的 “琴”型乐器进行初步研究 （《艺术探索》

第１期）。夏培朝和张雅雅 《浅析河南地区汉代壁画墓的题材演变》对河南地区汉代壁画

墓的题材演变进行初步探讨 （《华夏文明》第２期）。闫爱民、赵璐 《“踞厕”视卫青与

汉代贵族的 “登溷”习惯》（《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６期）依据文献记载和
考古图像资料对汉代贵族的如厕习惯和方式进行探讨。

魏崴 《汉代四川农商发展探析———以市肆、农事画像砖为例》通过市肆、农事画像

砖对汉代四川农商发展状况进行探讨 （《农业考古》第１期）。陈文利 《河南许昌、南阳

汉画像砖比较研究》对河南许昌、南阳汉画像砖进行比较研究 （《华夏文明》第１２期）。
吕智荣、邵安定 《陕西定边县郝滩壁画墓星宿考》对陕西定边县郝滩东汉壁画墓的星宿

图像进行考察 （《西部考古》第１８辑）。
汉画像艺术研究方面，王传明 《也谈汉代 “半启门”图》（《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

梳理了川渝、山东、江苏地区发现的３７处汉代 “半启门”图，对图像的起源、流布和地

域特征进行归纳论述，认为苏鲁和川渝地区的启门人有男性门吏和玉女之别，前者是墓主

人生前或地下世界的侍从，侧重对墓主人生前或地下世界的描绘，后者则是西王母世界的

接引人，直接表现或隐喻墓主人进入西王母的神仙世界。张婉悦 《长生成仙思想在汉画

像艺术中的表现》（《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６期）一文对长生成仙思想在
汉画像艺术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李根枝和张芳 《荥阳汉代画像砖浅析》对荥阳地区画

像砖的形制、题材内容及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华夏文明》第１６期）。潘新 《汉画

像 “泗水升鼎”的画面构成及其巫术意义》对汉画像 “泗水升鼎”的画面构成及其巫术

意义进行分析 （《华夏文明》第８期）。
杨爱国 《凹面线刻画像石探析》（《海岱考古》第１２辑）对凹面线刻画像石雕刻技法

的类别进行分析，探讨了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年代与区域，对凹面线刻画像石的特点进

行考察。

《图像的表征———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辑录３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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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汉画像研究论文，涉及画像发现、图像研究、艺术研究、综合研究等多个方面，进一步

拓展了画像研究的新视野。

（六）科技考古

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手段对器物进行检测，

探究其成分与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出土环境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检

测和实验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和修复研究。

邵安定 《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

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对彩绘青铜水禽的铸造工艺、合金工艺、矿料来源、装饰工艺以及体内

泥芯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中西方古代青铜器工艺的视野下，对彩绘青铜水禽在铸造工

艺、合金工艺以及装饰工艺等方面的特征进行讨论，为了解战国晚期秦国至秦代的物质文

化、青铜冶铸工艺以及探索战国晚期秦国 （秦代）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

证据。

杨欢 《秦始皇帝陵出土青铜马车铸造工艺新探》（《文物》第４期）认为秦始皇帝陵
青铜马车的铸造可能使用了失蜡法工艺。刘亚雄等 《陕西临潼新丰秦墓出土铁器的科学

分析及相关问题》对临潼新丰秦墓出土的２４件战国晚期及西汉初期的铁器进行成份检测
分析，认为以该墓地为代表的关中东部地区在战国晚期已围绕生铁冶炼发展出较为成熟的

铁器生产制作体系，这对认识秦汉时期冶铁炼钢技术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

第７期）。姚智辉 《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的再认识》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进行再探讨

（《华夏考古》第５期）。李文欢等 《海昏侯墓出土封泥及木质封匣的脱水加固处理》使用

乙醇—乙醚法对海昏侯墓出土封泥及木质封匣进行脱水，并用丙烯酸树脂非水分散体加固

剂对封泥进行加固处理 （《江汉考古》第Ｓ１期）。吕良波 《广州小谷围汉墓出土青铜器腐

蚀分析研究》对广州小谷围汉墓出土青铜器进行腐蚀分析研究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第

１期）。渭河古桥遗址和涝渭河古桥遗址发现三件汉代大型铸铁件，石晶晶等 《西安古桥

遗址出土汉代大型铸铁件的分析研究》对其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和夹杂物成分分析，认为

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铸铁件材质为灰口铁，采用地坑立式倒浇法一次性浇铸而成，涝

渭河古桥遗址出土的铸铁件材质为过共晶白口铁，制作方法可能为泥范法 （《文博》第６
期）。谭盼盼等 《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龙纹金带扣的科学分析与研究》对大连营城子汉墓

２００３Ｍ７６出土的龙纹金带扣的制作工艺、成分构成进行检测分析，认为龙纹金带扣最有可
能在汉地本土制作，可能为汉地某一部门控制、专门制作而成 （《考古》第１２期）。吴双
成 《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夹

)

胎漆器金银装饰工艺浅析》对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出土几

件夹
)

胎漆器的金银装饰工艺进行分析研究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６期）。王子尧
等 《扬州 “妾莫书”墓出土漆耳杯制造工艺研究及扬州汉代漆器 “工官”的思考》对扬

州 “妾莫书”墓出土漆耳杯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分析研究 （《江汉考古》Ｓ１期）。
张尚欣等 《秦陵出土百戏陶俑片的岩相薄片分析》利用岩相薄片分析法对秦始皇帝

陵Ｋ９９０１坑出土的一件百戏俑陶片进行分析研究 （《文博》第２期）。兰德省 《秦俑一号

坑出土陶俑修复粘接剂的筛选与应用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５期）通过对常
用胶黏剂实验室老化比较测试，结合秦俑陶胎的理化性能和粘接剂的理化性能对比分析，

筛选出六种适合于秦俑修复的粘接剂。梁嘉放和丁岩 《陕西咸阳出土东汉陶器表面彩绘

成分研究》对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费家村南两座东汉墓葬Ｍ１７和Ｍ１９出土的１５件陶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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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彩绘进行成分研究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２期）。
李辛等 《凤栖原西汉家族墓纤维类铺垫物的鉴别初探》从形态学比较、化学组成和

元素分析三个方面对凤栖原西汉家族墓纤维类铺垫物进行鉴别研究 （《海岱考古》第１２
辑）；张晓宁等 《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缯绣的染料研究》对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缯绣所使

用的染料进行科学分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３期），分析鉴定表明尹湾汉墓出土
缯绣燃料为苏木，对研究西汉时期纺织品染色具有重要价值；张尚欣等 《秦陵陪葬坑出

土百戏俑彩绘颜料的初步研究》对秦陵陪葬坑 Ｋ９９０１出土的一件百戏俑身上的黄、黑、
白三色颜料进行科学分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３期），研究表明百戏俑身上的黑
色颜料与兵马俑身上的黑色颜料不同，而在白色与黄色使用上百戏俑与兵马俑具有一定联

系；周逸航等 《海昏侯墓部分木质文物材种鉴定及用材分析》对海昏侯墓部分木质文物

的材种进行鉴定，表明海昏侯墓椁木为樟科桢楠属桢楠，椁室木门为柏树，结合文献推测

汉代椁室常用木材为楠木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５期）。
董俊卿等 《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的科学分析》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对

合浦汉墓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进行原位无损分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４期），
指出合浦汉墓初出土的绿柱石宝石珠饰是由南亚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而来；刘松等

《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４
期）通过对岭南汉墓出土玻璃珠饰的玻璃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进行分析，探讨了玻璃珠

饰的产地来源，揭示汉代岭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之间的交流。

关于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涉及青铜器、漆器、铁器、陶器、木器、

丝织品、简牍等各种材质器物的保护和修复。马宇 《秦始皇帝陵 Ｋ０００７号陪葬坑２３号青
铜鹤保护修复》对秦始皇帝陵 Ｋ０００７号陪葬坑出土的 ２３号青铜鹤进行保护修复研究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１期）。张艳红和刘根亮 《两件东汉墓出土鎏金铜扣的保护修

复》对东汉鲜于璜出土的鎏金铜龙首柄和鎏金铜盖沿进行保护修复处理 （《文物世界》第

６期）。王歌等 《汉代青铜?金属文物的科学分析与保护修复》利用超景深显微镜、手持

便携式荧光、探伤仪Ｘ射线拍摄等技术对北京联合大学文博馆藏的一件汉代青铜?进行
病害分析，并对该器物进行修复 （《遗产与保护研究》第３期）。王浩天和张红燕 《山东

省济南市洛庄汉墓出土的两件错金银铁质马具保护修复研究》对山东省济南市洛庄汉墓

出土的两件错金银铁质马具进行病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修复 （《南方文物》第２期）。
漆器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文章有淡猛和李宁 《汉代彩绘漆奁盒的保护与修复》对石岭１

号、２号汉墓出土的汉代彩绘漆奁盒的保护与修复过程进行叙述 （《江汉考古》Ｓ１期）；
杜可竹等 《河南平顶山出土彩绘龙凤纹漆耳杯的彩绘纹饰修复》在对河南平顶山出土的

彩绘龙凤纹漆耳杯的彩绘纹饰修复过程进行论述 （《江汉考古》Ｓ１期）；万龙和胡珂 《一

件黑色素面漆耳杯的修复》对荆州沙岳印黑色素面漆耳杯进行修复研究 （《江汉考古》第

Ｓ１期）；唐小红等 《宁夏姚河塬遗址出土漆耳杯的现场提取及保护技术研究》 （《中国文

物科学研究》第１期）介绍了对宁夏姚河源遗址出土漆耳杯的现场提取、保护及之后对
该漆耳杯进行回软、加固的技术和方法；蒋成光等 《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木漆器保护修

复》对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的１０２件木漆器进行保护修复研究 （《江汉考古》第１期）。
竹简保护方面，管理等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

论述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 （《江汉考古》Ｓ１期）；毛
志平和金平 《长沙走马楼西汉饱水简牍的保护处理》叙述了长沙走马楼西汉饱水简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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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处理工作 （《江汉考古》Ｓ１期）。
丝织品方面，王菊和楼淑琦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 “印花绢袋”的修复研究》对武

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 “印花绢袋”进行修复研究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１期），石
钊钊在 《汉晋时期几何纹锦保护研究》（《南方文物》第２期）一文中对西藏阿里故如甲
木墓地出土的几何纹锦保护研究进行论述。

（七）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３０日，“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
合浦县举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 （科学出版社）是此次会议的论文集，

该论文集收录的文章中涉及广西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文章十数篇。合

浦海丝研究系列之 《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史料汇编》《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

《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汉墓》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对探讨汉代广西海上丝

绸之路兴衰过程、海上丝绸之路线路、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叶吉旺、李青会、刘

琦编 《珠光疏影：合浦出土汉代珠饰》（广西美术出版社）收录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

藏文物中珠饰文物的精华，大多和海上丝路有密切的关系。

《丝路泉踪：“一带一路”货币》 （科学出版社）展示了汉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所出

土的各国货币，体现了古代商贸的繁荣面貌。王子初 《丝绸之路与中原 “音乐”的西传》

（《西域研究》第４期）一文结合文献论述秦汉时期中原 “音乐”向西传播的内容和形式，

指出中原 “音乐”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是汉文化对外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刘尊志

《“丝路”背景下的汉代日常生活》（《历史教学 （上半月刊）》第１１期），认为汉王朝开
通丝绸之路后许多地区的物品、技术、娱乐、宗教信仰等逐渐传入汉王朝境内，并对两汉

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有了诸多变化。

滕铭予翻译的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 （日本学者高仓洋彰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从东亚地区的宏

观视野研究了日本弥生时代稻作技术体系的建立、定居生活的发生、社会的阶层化、区域

性中心的出现、日本列岛与汉王朝之间的交流和关系，以及日本早期国家的出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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